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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揆诸清代学术史流变的内在理路,大致沿着以下路径而变迁:清初,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

意识形态而继续高踞庙堂,随之宋学勃盛,甚至出现了诸如李光地、熊赐履、汤斌、陆陇其等所谓的“理学

名臣”;进入乾隆朝,远承晚明以来的经学复兴运动余绪,近接清初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人的经学考证

之风,汉学之风大盛,汉宋两派各树大旗,互相争论,相持不下。汉宋相争乃至宋学、理学渐趋末流,其结

果则导致以下两大学术倾向的萌生:一是“汉宋兼采”之说的崛起乃至兴盛,二是面对道、咸以后社会危

机而重获新生的“经世致用”之风。此外,在汉学衰微的过程中,尚有一条学术脉络值得引起注意,此即

清代中晚期以降,汉学书院在西南地区的广泛兴起。本期所收四篇论文,内容所及均为清代史事,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王胜军一文通过对西南汉学书院的系统考察,藉此

揭示其文化传播功能,进而考察汉学书院与晚近“中国”认同之关系;孙运君、陈熙一文,则将视角转向夏

炯这一人物个案,通过对其“汉宋兼采”之说的深入辨析,揭示嘉道学术转圜的主要倾向,乃至这种学术

转向与清朝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第二类则通过文书、碑刻等史料,探讨清代贵州的地方社

会。吴才茂一文,通过考察礼入苗疆的历程,揭示清水江文书中的婚姻世界;严奇岩一文,则以碑刻为史

料,考察清水江流域木材运输中的“江步”规则及其生态保护。诸如此类的研究,无不论题新颖,视野大

有拓展,将对深化清代学术史与贵州地方社会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清代西南汉学书院与晚近“中国”认同
王 胜 军

(贵州大学 中国文化书院,贵州 贵阳550025)

摘 要:清代西南汉学书院及其文化传播是促进晚近时期“中国”认同的重要力量和方式。就媒介意义

来看,汉学书院依托家族和师生关系网络,将其文化渗透到西南各地,催生出基于大一统认知的地域性学术形

态;就心理层面来看,汉学书院历史叙事和祭祀之中文翁、尹珍作为符号人物的出现,引领了西南知识精英的

文化寻根思潮,标志着西南地方认同意识的觉醒;就实践表现来看,汉学书院的师生高举“中体西用”“通经致

用”的理论,积极投身到维持中国政治独立和文化保存的历史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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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晚期以降,书院曾经深度地参与到“中国”认同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边疆

稳定和国家大一统发挥过重要作用。其中,汉学书院表现得尤为光彩夺目。汉学又有朴学、考据

学、古学等多种称谓。狭义汉学专指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东汉古文经学,广义汉学则又包括侧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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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阐发的西汉今文经学①。就具体书院而言,汉学两大支派在其实际发展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一种

互通为用、前后承接和难以区隔的状态。汉学书院与理学书院、考课书院和教会书院等鼎足而立,
是清代儒学传播和文化教育的重要组织。在作为汉学策源地的东南,汉学中的“吴派、皖派和扬州

学派三派的产生、发展都与书院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各派的领袖人物和中坚学者或肄业、或执掌、
或任教于书院”[1]522。乾嘉以降,汉学逐渐向由今川、渝、滇、黔构成的西南边域渗透,在道光朝逐渐

与书院结盟并在光绪朝形成专门性的汉学书院,有力地与“中国”认同这一社会文化思潮结合在一

起并发挥其作用。
目前,学术界对西南书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书院发展历程、制度、功能的钩沉和阐释以及数

据统计等方面,比较重视书院与教育的关系,汉学书院的研究则多集中于具体某一书院如尊经书院

的发展史梳理[2-7]。总体来看,对汉学书院还缺乏群体性考察和汉学视野的透视,对西南汉学书院

在文化传播意义上所展现出来的边疆特色和政治功能更是关注不足。本文试以汉学向西南传播、
形成众多汉学书院并参与“中国”认同建构的这一历史现象为对象,在梳理和揭示这一历史现象的

具体内容和基本形态的基础上,进而说明书院儒学传播与“中国”认同形成之间的紧密和复杂关系。

一、传播媒介:汉学依托书院的网络化发展和地域学说的兴起

与城池、流官、编户、驿道等相比,书院也是有形的大一统王权建构形式,不同之处在于其作用

是对大一统王朝无形的文化软实力进行传播。到清代汉学兴起之际,书院已几乎遍布西南各府、
州、县,汉学依托于书院这一网络化的媒介,深入到家族、师生等社会组织之中,并以王权官僚体系

的力量为主导,催生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汉学形态和知识精英群体。
(一)汉学书院的出现和传播网络的形成

乾隆中后期,已有知名汉学家因仕宦之故踏足西南,并与书院发生关系。比如,从乾隆三十五

年(1770)始,段玉裁即先后在贵州玉屏和四川富顺、南溪、巫山等地任知县,期间增修过富顺江阳书

院,并改其名为“学易”。乾隆五十七年到六十年洪亮吉督学贵州,即历试诸府并选拔优异者入贵山

书院,史称“黔中人士皆知励学好古”[8]43。但是零星不成气候。
真正的汉学传播还要迟至道光三年(1823),莫与俦举家迁往遵义出任府学教授,史载“士人闻

其至,争请受业。学舍如蜂房,犹不足,僦居半城市……其称江、阎、惠、陈、段、王父子,未尝隔三宿

不言,听者如旱苗之得膏雨”[9]13409-13410,就是当时汉学发展成为社会思潮的生动描绘。莫与俦早年

参加院试时即得学政洪亮吉赏识,嘉庆四年(1799)进士及第之后,又向阮元、朱珪、纪昀、洪亮吉等

问学[10]9。遵义府城内外的湘川书院(郑珍、莫友芝、萧光远)、启秀书院(郑珍、莫友芝、萧光远)、培
英书院(莫友芝、萧光远)都有汉学学者讲学,最先成为传播汉学的重要城市。这样,通过汉学学者

执掌、任教等方式,就在贵州出现了早期非专门性的汉学书院。四川、云南虽然不乏以经史见长的

学者,但是还没有与书院结合起来形成汉学思潮。
光绪元年(1875)仿照学海堂、诂经精舍而建的尊经书院是西南第一所专门传播汉学的书院,自

此之后专门汉学书院获得了长足发展,作为省会的成都成为汉学传播的大本营。四川学政张之洞

特作《书目答问》和《輶轩语》,为尊经书院确立了研究和传播汉学的基本宗旨。数年之后,王闿运入

主尊经书院,更是带来与张之洞原有学说不尽相同的今文经学。由于今文经学更接近现实政治,所
以迅速产生了社会影响,在光绪即位之后短短二三十年中,四川汉学传播风起云涌,以“经学”“酌

① 尽管汉学内部有古今之争,但其内在联系更为紧密。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即曾指出“无论古文、今文,皆属汉学”

(《清代传记丛刊》第12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23页),本杰明·艾尔曼亦指出:“今文经学实际上是清代考据学者在过去两个半

世纪中辛勤研究积累的文献考证成果的副产品。”(《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184页)



经”“教经”“味经”“研经”“治经”等为名称的书院相继建立、并发展到成都、重庆周边诸多城市,这表

明汉学学者依托书院传播汉学的意识已形成广泛认同。其概要见下表。
当时尊经书院的生徒如宋育仁、吴之英、廖平、张森楷、徐心泰、刘行道、孙克勤等皆积极到各地

书院讲学,廖平、吴之英更是在多所书院奔走,对汉学在四川发生全面影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实现

了张之洞对书院生徒“学成而归,各以倡导其乡里后进,辗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

之材”[11]10074的期望。
贵州地区的专门性汉学书院———学古书院在此后不久的光绪四年出现,莫与俦之子、莫友芝之

弟莫庭芝出任山长,省会贵阳开始加入传播汉学的行列。光绪十二年遵义知府余上华与乡绅又创

建味经书院,“俾生童研究经籍古学”[12]575。“学古”“味经”等专门性汉学书院的出现标志着贵州士

人也开始有意识地依托书院传播汉学。光绪二十三年严修督学贵州之后,仿效张之洞的经验,着力

整顿学古书院,并聘请当时的名儒绥阳人雷廷珍主经学讲席(另曾讲学于绥阳、兴义等地)。云南地

区专门性汉学书院出现的标志则是光绪十七年昆明经正书院的成立。巡抚谭钧培在其奏疏中明确

表示新建书院要“专课经古”,培养“通经致用之才”“使边隅士子晨夕瞻仰,共生忠爱之心”[13]68。书

院落成之后,邀请当时云南知名学者许印芳、陈荣昌等为主讲。汉学书院在云南也开始发挥其

影响。
表1 清代四川地区汉学学者及汉学书院举要

书院 地点 学者 备注

尊经书院 成都 王闿运、宋 育 仁、吴 之 英、
廖平、张森楷

龙威书院 金堂 邓炳云 邓炳云还讲学于绵竹晋熙书院

通材书院 简州 吴之英 光绪十年入院讲学

教经书院 新津 吴克让 参见《新津县教育志》(1983年,第459页)
凤楼书院 彭县 吕调阳 参见《四川省人物志》(2001年,第741页)

经学书院 重庆 江瀚 原名致用书院。光绪十八年入院讲学。参见《长汀文史资料》
第25辑(1995年,第59页)书院为黎庶昌(贵州沙滩文化的代

表人物之一)所建

东川书院 重庆 江瀚 光绪十九年入院讲学

字水书院 重庆 王金城、潘清明

经味书院 永川 建于光绪十九年,仿尊经书院体制

玉屏精舍 荣昌 张森楷 光绪二十四年入院讲学

专经书院 南川 王金城、刘明昭、潘清明 光绪间建

海鹤书院 南川 张景仓 悉仿专经书院。参见民国《南川县志》卷七《书院》
研经书院 西昌 刘景松 刘景松还讲学于宁远府亮善、泸峰、冕宁、台登诸书院

九峰书院 资州 廖平、吕调阳 光绪十八年入院主讲

艺风书院 资州 宋育仁、廖平、吴之英 廖平于光绪二十四年入院讲学

白鹿书院 忠州 潘清明

来凤书院 井研 廖平 光绪十二年入院讲学

桂香书院 梁山 刘行道 刘行道还讲学于达县汉章、龙山书院。参见《达县文史资料第2
辑》(1988年,第92页)

酌经书院 荣县 孙克勤、李春霖、梁谦 建于光绪二十二年。参见《自贡市教育志》(1993年,第47页)
凤山书院 安岳 廖平 光绪二十六年入院讲学

治经书院 绵州 孙桐生 原名传经书院,建于光绪七年

丹山书院 永宁 徐心泰

  注:吴之英材料参见《名山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其他未注明者皆出自《中国书院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二)西南汉学的形态及其大一统认知

对于清代的西南,梁启超曾评价说“学者稀焉”(四川)、“几为化外”(云南)、“窎远朴僿”(贵
州)[14]4275,即便是文化曾经发达的四川在清代也与主流学术逐渐拉大差距,如正、续《皇清经解》所



录汉学家,四川竟无一人[15]。对王朝的文化沟通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潜在的危机。府、州、县
等各级官学的教育到乾隆中期已趋于被书院代替[1]489,在西南被朝廷大力推广的低层次的以发蒙

教育为主的义学、社学,无法网罗知识精英,而书院作为地方知识精英接触和理解汉文化的渠道,为
汉学提供了信徒群体和传播场所。

清代汉学向西南传播是继理学之后的又一波文化浪潮,与理学不同之处是,汉学更加注重语言

和文本。长期以来,汉文化典籍在西南的流布都很有限,雍正时云贵总督鄂尔泰就曾描述说:“滇僻

处遐方,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书多未见,十三经、廿一史有至老不识其名目者。”[16]523很难想

象,这样的情形会推动“中国”认同走向深入。所以,汉学家有意识地以书院为载体来增进汉文化的

经史典籍传播,比如洪亮吉即曾为贵山书院“购经史足本,及《文选》《通典》诸书,俾资讽颂”[8]43,道
光间贵州学政程恩泽将宋岳珂校本《五经》重新刊刻并放之贵山书院,云贵总督阮元于道光六年

(1826)置《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汉唐事笺》《学海堂集》等于育材书院[17]60-61。书院之所

以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在于其本身的藏书和刻书功能,这种功能在汉学的影响下进一步强化。云

南书院尤其长期注重藏书和刻书①,还专门刊刻云南本地学者的论著[18]249。
汉学通过音韵训诂为士人提供了更为精确的语义、加强了认知的统一性,而其对经史典籍的诠

释则发展出一整套以汉文字为载体的价值观念和历史记忆,并依托印刷术形成的“印刷语言”进一

步突破了时空的传播限制。相对西南夷民应付简单生活且无专门文字的“口述”文化形态,汉学家

的语言系统依托知识精英传递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远为精深和复杂,在构画地区性历史记忆和

开拓意义世界方面更具有优势(即便满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亦不能与汉语抗衡)。当这种语言掌握

在官僚和具有官僚特质的士大夫手中,就更具权威②。以古文经为特征的“沙滩文化”的旗手们如

莫与俦、莫友芝、郑珍、萧光远等显然就是汉学在西南早期传播中这种语言和文本系统的捍卫者。
从实际来看,这批汉学学者拥有大一统认知也是极为显著的,尤其是在咸同苗民起义的烽火

中,认同与反认同处在一种互相交错的情势,以师长身份出现的汉学学者的选择对人心凝聚无疑起

着重要作用。莫氏虽为黔东南独山的布依族,却以汉族自居,莫与俦诗“只今汉县皆州府,经纬才谁

嗣尹公”[19]208就表达了继承东汉名儒尹珍在西南传播汉文化的志向。莫友芝于咸同苗民之乱后回

到遵义,面对残毁的湘川、培英书院,作诗说“延南未靖需才亟”,表示要将生徒培养成文武全才的司

马穰苴和经学家兼名将的杨政[20]311。而莫与俦、郑珍、胡长新分别讲学的紫泉书院(独山)、榕城书

院(古州)、黎阳书院(黎平)更是在黔东南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古州厅(雍正时所开辟新疆

六厅之一)人谓官为“虎”[21]322,汉、夷矛盾很深,当时榕城书院“夷汉各半、学植荒陋”,然而郑珍讲学

的结果却是“不数月远近肄业至百余人”[22]264。
汉学虽以音韵训诂为手段,最终目的仍是经世致用,当光绪之初今文经形态的汉学登场之后就

越来越明显。当今文经学从尊经书院发展出来之后,长期埋首于举业的四川士人受到巨大冲击,正
如时人之论:“川省僻处西南,国朝以来,不知所谓汉学。于是颖异之士,如饥渴之得美食,数月文风

丕变,遂沛然若决江河。”[23]在张之洞、王闿运等精神领袖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西南汉学又形成了

由“夏主夷从”而衍生出来的“中体西用”的经世特征,其实质就是坚定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保持“中
体”以抵制西学对中国强制性的改造。其中,尤以廖平的“素王改制”说最有特色。相对于康有为提

倡的“民权”“平等”即事实上以西方文化和制度为准则的逻辑,廖平是意在“从两千多年前的孔经找

出解决近代中国的良方”,对比廖平和康有为的经学,两者的区别就很清楚[24]。尽管早年廖平讲求

古今学及《王制》并攻驳《周礼》,引发过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而成为维新派的理论

①

②

民国学者班书阁最早对云南五华、经正两书院藏书和五华书院刻板等进行过论列,参见班书阁:《书院藏书考》,《国立北平图

书馆馆刊》1931年第5卷第3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论述到西欧在近代形成多民族分裂状态时,就与中国进行对比,即特别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且指出印

刷文字联结了“读者同胞们”,形成了“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参见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43页。



基础,但是在戊戌变法前夕,廖平业已在张之洞的警告下发生了学术转向(第三变)[25]。同时,西南

汉学受其精神领袖张之洞“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就要“保国”[11]9708的影响,总体而言在种族、文
化、国家的选择中,尤其突出大一统王权认同的优先性,很少有人附和主张“排满革命”如刘师培、章
太炎等汉学家激进的民族主义。就此而言,在大一统王朝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机之际,西南汉学书院

学人有其对中国的特殊理解和对中国命运的特别看法。

二、文化寻根:书院历史叙事和祭祀中文翁、尹珍的符号意义

清代中后期西南汉学的文化传播,从汉学的视野开启了西南固有历史文化的追溯、考据、发掘

和意义赋予,其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文翁、尹珍作为文化符号的出现。文翁是西汉庐江舒人,景帝时

曾为蜀郡守,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即遣张叔等人诣京师受七经,又在成都建石室兴学。尹珍是东

汉牂牁郡毋敛人,远从汝南许慎受五经,又师应奉学图纬,以经术选用,历官尚书丞、郎、荆州刺史,
后还乡教授。与理学时代外来式单向度的灌输相比,文翁、尹珍都是西南特有的文化符号,其所折

射出的是地方自身文化意识的觉醒,表达了地方对中国认同的主动态度。
(一)文翁、尹珍作为文化符号与书院历史叙事

就历史叙事而言,文翁、尹珍作为符号已然超出文字本身而成为传播汉学、以夏化夷的一种隐

喻,当其在书院记等特定的语言文化系统中被使用和被考索时就深刻表现出这种为地方官僚和知

识精英所共有的心理认知,并通过书院这一教育模式向外复制,深入到西南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

中,不断消减其原有认知中“蛮夷之邦”的自我认定。
宋明时期西南的汉文化谱系书写是理学式的,由曾在渝任官的周敦颐、程颐和本土学者张栻、

魏了翁以及朱熹、王阳明等人构成;在汉唐经学处于被批判的语境下,长期以来,文翁在历史叙事中

只是作为一般的文化官僚出现,而尹珍被史籍所提及者则极罕见。明清鼎革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

改变。康熙四十三年(1704),锦江书院崛起于文翁石室的遗址之上,创建者按察使刘德芳在书院记

开首就表彰“文翁兴学”,文翁第一次出现于清代西南书院记之中。之后,作为汉学符号的文翁与书

院历史叙事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仅据《中国地方志集成》所录诸方志史料作下表以见其概要。
表2 清代西南书院学记涉及文翁者举要

人物 文献 时间 地点

刘德芳(按察使) 《锦江书院记》 康熙四十三年 成都(川)
吴省钦(学政) 《重建锦江书院讲堂记》 乾隆三十九年 成都(川)
聂铣敏(学政) 《创建墨池书院记》 道光二年 成都(川)
冯中存(知县) 《万春书院碑记》 乾隆九(十)年 温江(川)
刘桥(知县) 《新建凤山书院记》 乾隆六年 简州(川)
冯镇峦(训导) 《崃山书院上梁文》 道光四年 清溪(川)
谢生晋(知县) 《建文明书院碑记》 乾隆四十二年 雅州(川)
郭如玉(贡生) 《文昌书院记》 嘉庆四年 越巂(川)
陈大文(知府) 《巴川书院记》 乾隆四十一年 铜梁(川)
冉广燏(山长) 《重制巴川书院义田碑记》 乾隆四十二年 铜梁(川)
陆玑(知县) 《新建万川书院碑记》 咸丰六年 万县(川)
张九章(知县) 《创建墨香书院膏火田谷记》 光绪十五年 黔江(川)
袁坤正(训导) 《大成书院小引》 乾隆十七年 姚州(滇)
郑绍谦(知府) 《新建崇正书院记》 道光十七年 建水(滇)
陈蓉镶(教授) 《狮山书院记》 乾隆十一年 武定(滇)
刘朝祚(郡人) 《铜仁书院碑记》 嘉庆十年 铜仁(黔)

  从表2可见,对文翁的追述自乾嘉以降已遍及西南各省多个州县,渗透到从官僚到书院山长再

到普通士人的一般共识之中,汉学已然逐渐夺取了话语权。这对光绪间汉学书院群的崛起自然是

一个有利的心理前提。
所以,尊经书院筹备的缘由,即是四川士绅薛焕等人上书总督吴棠及学政张之洞请新建书院以



“通经学古课蜀士”“继文翁之教,作育人才”[26]553。初拟定名为“受经书院”,其意即取《华阳国志》文
翁“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的典故,清楚地表达了尊经书院接续和发扬中原文化传

统的职任。山长伍肇龄在《尊经书院二集》序言中又通过文翁兴学乃书院这一教育文化组织的渊源

来强调蜀地与中原文化的意义关系:

  吾蜀自文翁倡教,相如为师,建立讲堂,七经东受,实为天下书院权舆。嗣是历代不乏材

彦。[27]443

而尊经书院在教育和教学中对文翁兴学理想的实践,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知。
对于尹珍,主要表现为对其生平、籍贯的考证,表现了汉学学者推动西南夷域向汉文化世界靠

拢的文化心理。早在《正安州志》纂修的嘉庆朝,就至少有三个州县在争夺他的籍贯,分别为南川

(川)、绥阳(黔)、正安(黔)[28]76。事实上还有贵州的思南和石阡(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平越(乾隆

《一统志》)和云南曲靖(嘉庆《一统志》)等多种说法[29]。这场文化溯始运动主要发生在贵州,以沙

滩文化的兴盛为基础,在清代中后期形成热潮,其专门性文献有赵遵律《尹珍考》、赵宜霦《重建务本

堂小序》、莫与俦《毋敛先贤考》、郑珍《遵义府志·尹珍传》、袁蔼如《尹子考》、于钟岳《尹道真先生务

本堂碑志》等。同时,在教育之中也有体现,如莫友芝自幼即承以尹珍为楷模的庭训,四十岁生日时

在湘川书院还做诗纪念[20]248,并以之教导其兄弟及子侄辈[10]305。
尹珍这一符号也被外来汉学官僚所积极表赞,从而达成了中原与西南士人共通的历史文化认

知。程恩泽就曾改郑珍字为“子尹”,即以“尹珍”相期许,郑珍在《留别程春海先生》一诗中讲“以乡

先哲尹公期、无双叔重公是推”[21]9。张之洞也在送别莫友芝的诗中说“蚤年高名动帝都,西南郑莫

称两儒。犍为文学毋敛尹,二千年上攀为徒”[11]10457。尽管尹珍极少进入书院历史叙事(有杜昌堉

《印江尹公祠碑记》、陈熙晋《新建莲峰书院记》诸篇),不过在中原和西南边域的学者眼中已然是代

表文化根脉的共识符号。
(二)文翁、尹珍作为文化符号与书院祭祀

与书院的讲学、藏书等功能相比,祭祀属于超越的一面、具有宗教意义,祭祀仪式从此角度而言

是信徒“归属感和认同感赖以形成和得到强化的重要基础之一”[30]。在当时,西南地区既有佛、道
两教流行,也有伊斯兰教、基督教渗透,诸少数民族又有各自的信仰世界,而汉学书院祭祀作为儒家

祀典的一种,它密切联系着认同中原文化的地方知识精英。
就笔者目之所及,文翁祭祀仅出现在锦江、尊经书院,但由于两所书院的崇高地位,却足已起到

风向标的作用。相对而言,尹珍祭祀在贵州较多。究其原因,可能还在于尹珍是西南本地的乡贤,
祭祀作为文化寻根的精神层级,本土人物显然更为合适。关于尹珍在贵州的祭祀,莫庭芝曾在《尹
先生祠堂记》(时为光绪五年)中指出:

  吾黔省城,向建书院三,皆崇祀先生,自王文成公主讲之后,贵山遂兼祀阳明。有司以岁时

致奠。[31]426

然而事实上,贵阳三书院中贵山书院乃改建明代阳明书院而成,阳明书院又本为祭祀王阳明而

建的阳明祠,怎么可能先祭祀尹珍? 既名阳明祠,尹珍只能是陪祀,而且时间必在其后(贵山书院尹

珍祠在道光间史志中始有记载)[32]866,这种史实错误,只能说是汉学家在复兴汉学时“崇汉抑宋”的
热情过度以致夸诞。

嘉庆五年(1800),巡抚常明建正本、正习两书院,设专祠祭祀尹珍,或应为贵州书院祭祀尹珍之

始。嘉庆二十年,巡抚曾燠要求阖省书院通祀尹珍,标志着尹珍在贵州文化中的地位开始具有法典

意义。嘉庆《正安州志》记载说:

  ……黔中之后学允当矜式,但不知各属书院有无奉祀木主,合亟饬查,为此牌仰该府转饬

所属州县,立即查明该处书院内,如尚未设尹公木主,即由地方官捐廉恭设,奉祀其木主,上应

书“汉儒尹公道真先生神位”,俾肄业诸生岁时礼拜,以发其尚友之心。[28]41

正安知州赵宜霦积极响应号召,命令将尹珍木主送入鸣凤书院正堂供奉。同时,赵宜霦还重建



务本堂,岁时祭祀,并作序以表赞尹珍传教的文化功绩。
在外来官僚开启风气之后,贵州当地汉学家也开始有意识地推动祭祀尹珍的活动。道光二十

一年(1841),莫与俦在遵义府学之左建三贤祠,祭祀尹珍、盛览、舍人,标志着贵州文化界在文化寻

根运动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莫与俦看来,六经“堂构于汉儒,守成于宋程、朱诸子,而大败坏于明

人”,及顺、康之后,“汉学大明”,以汉学名家者“一省多且得数十人,独西南士仅仅,意无乃渊源俎豆

之不存”[21]425,将尹珍等祭祀与汉学发达与否联系起来,郑珍将莫与俦的讲说记录在《汉三贤祠记》
中。到此为止,尹珍作为贵州文化始祖的论断与汉学传播结合在一起。

嘉庆、道光期间尹珍祭祀的实际情况也不宜就此夸大。咸丰间正安知州于钟岳有“今都匀、贵
阳间无人道及尹先生者,仅乡贤祠春秋一祭而已”[33]358之说,说明表彰尹珍仍然任重而道远。所以

到光绪初,正本、正习(学古)两书院尹珍祠虽存,其仪典却已久缺,而且祠宇卑狭。于是在光绪四

年,莫庭芝将尹珍木主奉祀于学古书院用以藏书的敬业楼正中,规定每年五月朔日为祭祀之辰,要
求“永永勿替”,并从“毅然崛起向学”和“黔中文学之祖”来说明尹珍向西南传播汉文化的意义[31]425。
这说明,祭祀作为一种仪式要展开和维持必需依赖于士人的认同;而到时此,尹珍的书院祭祀也开

始具有传播汉学的意义。
自嘉庆五年以来,明确记载以祠堂奉祀尹珍(或为陪祀)的书院除贵阳三书院之外,还有凤仪书

院(普定州)、龙津书院(印江县)、黎阳书院(黎平府)、龙冈书院(古州厅)、凤鸣书院(正安州)、铜江

书院(铜仁府)等。古州厅龙冈书院于咸丰兵燹既毁之后,即花费重金建楼以奉祀尹珍等人,表现了

重建者“延礼师儒、设教兴学以遏乱本、正人心”[34]349而化夷为夏的愿望。
与朝鲜在其文化寻根运动中追溯近似神话的本土人物檀君而否定箕子东来说不同,西南汉学

既不追溯地方性的蚕丛、杜宇、庄蹻、竹王等政治人物或各种宗教神祇,也没有笼统移植东南书院祭

祀所盛行的郑玄、许慎,而是从本地“复活”了与中原文化系统具有内在心理认同性联系的文翁、尹
珍,将地方的自我认同建立在整体中国认同的基础之上,通过书院叙事重塑自身的文化记忆,并将

其与书院祭祀这一精神安顿和价值认同形式结合起来,对消除西南夷民与中原华夏族群的心理隔

阂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中体西用:汉学书院师生在政治、文化危机中的实践活动

19世纪末以降,在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冲击之下,以“夏主夷从”为特征的传统王朝统治模式

所建构起来的国家认同,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一样都面临着巨大危机,西南的地域意识在此时强烈

突显,表现了地方在这种历史巨变中对自身族群的一种定位,这种定位自然深刻关系到边疆版图的

归属。西南汉学书院师长、生徒积极投身现实政治,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西南边域与中国在近代民族

国家形成中的事实性关联,围绕“中体西用”为两者结为一体提供了许多思想资源。
(一)出版课艺、成立学会、创办报纸中的议政觉民

“中体西用”也是西南汉学学者应对西学东渐的基本思路,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论证传统儒学

的合法性,通过儒学自身的“经世致用”以回答和解决当时中国所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以书院为

舆论阵地是“议政觉民”的重要途径之一。
清代自建立伊始,就严禁书院生徒集会、议政,而汉学书院课艺集出版打破了士子埋头八股文、

试贴诗的局面。尊经书院最先刊刻《蜀秀集》,之后又三次出版书院课艺,称为《尊经书院初集》和
《二集》《三集》,分别为王闿运、伍肇龄、刘岳云等选阅。云南经正书院有《滇秀集初编》(许印芳辑),
之后又出版了《经正书院课艺初集》和《二集》《三集》《四集》(陈荣昌辑)。与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时文

不同,课艺以考证古书的形式往往论及当代制度和文化等重要社会问题,从而引发社会舆论,如廖

平轰动一时的《知圣篇》就是辑录课艺而成[35]376。
依托书院,师生结社集会,创办报纸,是汉学书院影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尊经书院“五少年”

之首的杨锐就是维新派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36]345,后又在北京创建蜀学会。光绪二十四年,宋育仁



(山长)、廖平(都讲)、吴之英(都讲)等人与杨锐遥相呼应,依托尊经书院和书院生徒也设立了蜀学

会,并创办《蜀学报》。蜀学会的宗旨是“以通经致用为主,以扶圣教而济时艰”、共体“朝廷德

意”[37],书院生徒发挥汉学特长,以《周礼》《礼记》等儒家经典立论,申述“托古改制”的种种政治主

张。《蜀学报》展示了尊经书院生徒对中国危局的极度忧虑,“对于列强侵略西南、四川,《蜀学报》同
仁不仅有切肤之痛,而且予以揭露,并提出了保蜀、保西陲,进而保中国的主张”[38]。

贵州的“黔学会”于光绪二十四年依托学古书院成立,即以严修“讲中学以立体,讲西学以周用”
为宗旨[39]。当时,学古书院已然辅加算学、格致等内容,严修还为书院订购《时务报》《申报》等宣传

新学的报纸。学古书院遂成为当时贵州宣传变法维新的中心。
云南汉学书院由于建立较晚,生徒又多有留学日本者,所以革命思潮对其影响比之汉学为更

深。《云南》杂志的不少核心成员,如总干事赵伸、李根源和参与编辑的吕志伊等都是经正书院的生

徒。《云南》杂志以“云南”为关键词发表了各种救国文章,这种地域意识的勃兴,恰恰是边疆民族地

区对主权国家———中国认同的体现[40]37。其中,吕志伊就以笔名侠少发表有《论国民保存国土之

法》等文章。尽管如此,《云南》杂志特刊《滇粹》(吕志伊、李根源纂)仍然表现了汉学保存国粹的强

烈意识[40]52。
(二)维新运动和学制改革中的救亡图存

由于西南汉学对中国问题的认知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有所不同,所以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

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西南书院学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运动中,一方面又表现出自身渴

望维持既有大一统局面的保守性。
作为尊经书院的精神领袖,张之洞长期以来都支持强学会和变法,救国的热忱显而易见,而最

终发生转向、“绝康、梁以谢天下”,并警告廖平放弃宣传古今学,实缘于其对中国命运的看法与康、
梁不同。作为张之洞的“第一亲厚弟子”[14]229,杨锐曾以“军机四卿”之一的身份直接参与戊戌变法,
并与肄业于锦江书院的同乡刘光第(亦曾从学王闿运)等一起喋血菜市口,但是杨锐的政治观点与

康有为并不相同,在被捕时还在写信主张去康有为[36]354。西南书院学人将更多精力集中在事关边

疆问题的“路权”上,如四川保路运动即出于尊经书院生徒蒲殿俊、罗纶的领导,事后吴之英等又为

之书写碑文。又如三次入学经正书院、曾以经济特科被主试张之洞等人取为状元的袁嘉谷,光绪二

十四年曾两次奋然上书朝廷,要求收回滇越铁路,并大声疾呼说:“窃以西南诸省之安危,关系乎云

南之利害;云南之利害,决机乎铁路之成否……滇危,而西南各省皆危!”[18]401-402

20世纪以来,社会思潮越来越激进,出现了汉学书院和汉学的自我“革命”。尽管汉学书院未

尝不是引进西学的急先锋,但是在时人看来仍旧远远达不到应付时局的要求,汉学家的认识也在转

变,张之洞就转而积极推进书院改制,并对书院的管理模式和作风展开了全面的批判。[41]84-86陈荣昌

东渡扶桑,看到日本的富强和学校的模式,就慷慨陈词:“吾与树五、伯贞及留学诸君与吾滇父老子

弟,皆大清国民也,安得不师此意以忠君爱国,断足而不悔耶?”[42]回国后进一步推动云南教育的改

革。这样,书院走到了历史尽头。其中也有反对之声,如王闿运就“反对改学”、多次“请罢学

堂”[26]373。其实,张之洞等人就本意而言还是要以经学作为学堂的主要内容,仍是要以退为进去实

现其“中体西用”的理想[43]。
当然,书院改制毕竟说明汉学包括传统儒学在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上的无力,进一步来看,在

现有大一统政权及其旧有文化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不被破坏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即从政治和文

化双重意义上维持“中体”已然难以实现。从雷廷珍“今文之破碎,古学之羼杂,汉学宋学聚讼未已,
今文古文喧呶不休,各持门户之见以相攻相诘,汩没个人性灵,忘忽时代关系,致国弱而民贫,无以

图存于世界”[44]53的一段感叹就可以管窥汉学学者自身信仰的动摇。所以,“中体西用”的话语也逐

步让位于“革命”。如被严修择拔入学古书院的生徒钟昌祚,就扬言说“中国不出十年,必有大革命。
而革命非用武力不可”[45],后来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自治学社社长,并创办《西南日报》等宣传革

命。尊经书院很多生徒如蒲殿俊、罗纶、张澜、吴玉章等也都激进地走向革命。



(三)地方史籍整理和国粹保存中的文化守望

长期以来,西南诸少数民族拥有因自身神话传说而形成的民族记忆,还有《张秀眉之歌》之类的

史诗在不断对社会政治进行“解读”,而汉学书院的师长、生徒等以自身的志趣和特长,通过地方文

献尤其是地方志的整理,建构出基于大一统文化的地方历史认知。早在道光二十一年,郑珍、莫友

芝等人纂成《遵义府志》,就招致谤议横飞,原因在于将“蛮事”载于志书,莫友芝在答友人信中以“大
一统”的精神为自己辩护说:“且夷不夷,何常之有? 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

中国之。”[20]618-619清末民初,纂志修史成为一时潮流,汉学书院人物更是积极参与其中,或主修、或
总纂、或参撰,在记录故乡历史中展开认同性的文化建构。其概要如下。

表3 尊经、经正两书院学人地方史志编纂举要

姓名  书院 身份 相关史籍

宋育仁 尊经书院 生徒、山长 《四川通志》《富顺县志》
张森楷 尊经书院 生徒、襄校 《四川通志》《合川县志》
谢世瑄 尊经书院 生徒 《乐山县志》
刘永镇 尊经书院 生徒 《雅安县志》
徐冕 尊经书院 生徒 《遂宁县志》
胡濬源 尊经书院 生徒 《井研县志》
陈昌荣 经正书院 山长 《云南丛书》

秦光玉 经正书院 生徒 《云南丛书》《续云南备征志》《滇文丛录》《滇南名宦传》
《明季滇南遗民录》《云南历代名人事略》等

李坤 经正书院 生徒 《云南丛书》
杨觐东 经正书院 生徒 《滇事危言》
赵荃 经正书院 生徒 《明清之际滇高僧居士传》
吴琨 经正书院 生徒 《续修昆明县志》《续云南通志长编》
施汝钦 经正书院 生徒 《滇云耆旧传》
张澍 经正书院 生徒 《云南丛书》《新纂云南通志》
李萼芬 经正书院 生徒 《昆明新志》
甘韶 经正书院 生徒 《续修白盐井志》
袁嘉谷 经正书院 生徒 《石屏县志》
吕志伊、李根源 经正书院 生徒 《滇粹》

  资料来源:传统方志史料、《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鲁小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及《中国书院辞典》等

地方史志修纂和文献搜集是地方历史记忆的塑造,西南本非文献之邦,如昆明县第一次刊刻志

书(本为道光间纂、后为陈荣昌等整理出版),距清亡只有十年[17]7,因此史志编纂无异于从“记忆”上
在“挽救”数百年间西南与中原的文化联系。同时,史志就其叙事和编纂形式而言是在汉文化话语

系统之内,有大一统认知在背后作支持,如《合川县志》就首列章学诚关于方志“所以备国史”[46]1的
观点,自然地将西南地方与大一统国家联系起来。

书院改制之后,汉学学者以更多力量投入到以“存古学堂”为中心的国粹保存运动中。存古学

堂是张之洞在看到经学在新式学校几乎被“视作具文”的情况下,试图改变其眼中的“正学既衰,人
伦亦废”[11]1766之局所发起的一种国粹保存机构。尽管张之洞在湖北敦请孙诒让、曹元弼、王先谦、
叶德辉等汉学家皆不如意[41]176,但是西南汉学书院中诸多学人却都成为这场国粹保存运动的中

坚。例如四川存古学堂就接管了尊经、锦江两书院百万卷图书,吴之英、廖平、罗时宪、徐炯等尊经

书院生徒皆参与其中并担任职务[47],就读生徒还有从尊经书院转入者如合州人张文熙,存古学堂

总体仍表现为汉学倾向[48]。贵州存古学堂创建特别强调其“偏处苗疆,风气朴僿”,若中学既荒,恐
怕导致不如以前“宗尚朝廷、右文稽古”的结果[49]328。值得注意的是,存古学堂事实上还在一定程度

上被赋予书院的意义[50]287。这说明,就传播儒学而论,书院作为一种教育文化模式,具有西式学校

所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书院体制及其传播网络既废,汉学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和实践也失去阵

地,而最终只能褪变为一种失落的文化守望。



四、余 论

旅美学者许倬云将清代视作一个征服王朝,认为其失去了“远悦近来”的气度[51]。诚然,清代

与唐宋社会很不同,然而清代儒学并没有彻底消失,也没有最终躺在故纸堆中或在专制的淫威面前

噤若寒蝉,而是以书院为阵地,将信徒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左右社会变革的力量。当这种力量向帝

国的边域延伸时,就是儒家“远悦近来”精神的展开。这种力量并不与王权完全对立,相反,只有文

化的软渗透,才可以带来边民对大一统王朝统治秩序的“悦服”,在清代西南汉学的传播过程中,这
一现象清晰可见。

汉学书院在边疆承担起了实现“远悦近来”的使命:书院是媒介,作为华夏文明的堡垒,以其藏

书、刻书等功能,汇集诸多人力、物力,将儒家文化典籍进行推介、诠释和传播,为西南连为一体提供

了共同的文本和关于文本的解读;书院是诸种社会关系的纽带,以师生、家族为中心,建构起遍布于

西南大中城市的人脉和文化网络;书院是士人群体集会、结社之所,集结了一批优秀的新生力量,所
以它又是舆论的发生场,是士人形成自身文化理解和议政论政之地,是影响周边人群政治取向的具

有巨大引力的恒星;书院的祭祀功能,更是将这批士人群体的精神和心理加以凝聚、净化和升华并

使之形成更高层次的认同。可以说,没有书院,这场汉学向西南的文化传播运动一定会黯然失色。
汉学是当时儒学发展的高峰和总结,作为学术主流吸引着文化士绅中的精英,当其掌握了士

人,就掌握了众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从而形成影响西南整个社会文化取径和政治走向的一

种重要力量。从实际情况来看,西南地区的中国认同,最初就是从认同儒家文化的士人开始,尽管

边缘地区还不时发生动乱,尽管中国认同未必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但士绅包括汉学书院的师生最终

决定了舆论媒介和认同方向。虽然很多汉学家可能也是宋学的信徒,讲求汉宋兼采,但是宋学在制

度建构上毕竟要弱于汉学,尤其是今文经学,所以汉学家在政治舆论和实践中的努力就显得十分

耀眼。
西南汉学书院从文化取向上确实表现出保守的一面,然而恰恰是这种保守,说明其内在有对何

为“中国”的特殊理解和固执追求。王东杰教授在评价宋育仁时指出宋氏是在“寻找一条更具‘中国

性’的道路,使中国不必处处步武西洋,维持自身的文化尊严和特色”[52]12。事实上,整个西南汉学

都有这样一个突出特征,其核心要义就是“中体”,就是在寻求一种西学逻辑和概念之外的“中国”。
由于西南汉学确信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对固有文化保存具有优先性,所以,最后不惜于抛弃书院这种

中国文明特有的文化传播模式,但是基于汉学信仰,又不能认同康、梁的西化式改造,而坚信中国固

有文化才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中国”。尽管就结果而言西南汉学应对西学东渐的调适失败了,但是

这种追寻背后的“中国”认同意识却不应当被认定为失败,在现今传统文化和书院都在强势复兴的

形势之下,本论文的命题又重新具有了可以考量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

参考文献:
[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 胡昭曦.四川书院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0.
[3] 肖雄.明清云南书院与边疆文化教育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4] 张羽琼.贵州书院史[M].贵阳:孔学堂书局,2017.
[5] 吴洪成,王培培,郭春晓.重庆书院史[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6] 魏红翎.成都尊经书院史[M].成都:巴蜀书社,2016.
[7] 李晓宇.尊经·疑古·趋新:四川省城尊经书院及其学术嬗变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9.
[8] 吕培.洪亮吉年谱[M].上海:大陆书局,1933.
[9]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 黄万机.莫友芝评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1]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2] 周恭寿,赵愷,杨恩元.(民国)续遵义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4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
[13] 谭钧培.谭钧培治滇奏疏[M].康春华,校注.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4.



[1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张品兴,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5] 李晓宇.趋新与存古———清末四川省会书院改制前后的变通及其两难(1896-1911)[G]//朱汉民,主编.中国书院:第8辑.长

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51.
[16] 龙云,卢汉,周钟岳,等.新纂云南通志:第6册[M].李春龙,王钰,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17] 戴絅孙:(道光)昆明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18] 袁嘉谷.袁嘉谷文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9] 莫与俦、莫友芝:莫氏四种[M]//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20] 莫友芝.莫友芝诗文集[M].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编辑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1] 郑珍.巢经巢诗文集[M].黄万机,黄江玲,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2] 凌惕安.郑子尹年谱[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23] 张祥龄.翰林院庶吉士陈君墓志铭[G]//廖季平年谱.成都:巴蜀书社,1985:16.
[24] 黄开国.廖平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215.
[25] 龚书铎,黄兴涛.“儒臣”的应变和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J].清史研究,1993(3):74-84.
[26]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27] 伍肇龄.尊经书院二集[M]//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6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28] 赵宜霦,游玉堂:(嘉庆)正安州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0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
[29] 周子言.尹珍籍贯考[M]//刘兴万.尹珍文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127.
[30]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3.
[31]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
[32] 周作楫,胡德璲.(道光)贵阳府志[M].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33] 彭焯,杨德明,等.(光绪)续修正安州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0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
[34] 余泽春,余嵩庆,等.(光绪)古州厅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9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
[35] 廖平.廖平全集:第1册[M].舒大刚,杨世文,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6] 王夏刚.杨锐年谱简编[G]//葛志毅,主编.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37] 蜀学会章程[G]//汤志钧,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06.
[38] 凌兴珍.试论戊戌年四川维新派的喉舌《蜀学报》[G]//李大明,主编.巴蜀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45.
[39] 雷廷珍黔学会缘起[G]//刘泳塘,选辑.蟫香馆使黔日记选辑.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121.
[40] 周立英.近代“云南人”意识的勃兴———以《云南》杂志为中心的考察[G]//杨福泉,主编.中国西南文化研究2012.昆明:云南科

技出版社,2013.
[41] 王喜旺.教育家张之洞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
[42]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点校[M].周立英,点校.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29.
[43] 邓洪波.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5-11.
[44] 凌惕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45] 姚昌永.钟昌祚传[G]//开阳文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开阳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1988:109.
[46] 郑贤书,张森楷,等.(民国)新修合川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3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1.
[47] 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J].近代史研究,2008(2):83-102.
[48] 何域凡.存古学堂嬗变记[G]//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58.
[49] 庞鸿书.奏开办存古学堂折[G]//奏设政治官报:第1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50] 吴之英.吴之英诗文集[M].吴洪武,吴洪泽,彭静中,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51] 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86.
[52] 王东杰,陈阳.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宋育仁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